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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名文《送董邵南序》，學者知之詳矣。古文家見其波瀾曲折，一

氣流注，二處「董生勉乎哉」，深情綿邈，情見乎辭。歷史學家讀出安史

亂後河北與朝廷之對立，失意文人連敗於科選，不免移就河北諸鎮。韓愈

值德、憲之間，河北游離局外，已近五十年，聲氣漸阻，真況難知，用幾

句熟典，希望宣達皇風，教化豪傑，出而擁戴明天子，自是文章家之願

望。董生行矣，再無聲訊，韓愈晚出使河北，官民隔絕，未必得深入民

間。「風俗與時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之問，終無人能清晰

回答。

今人治隋唐史，就基本文獻言，即史籍與詩文。史籍雖有公私撰著之

異，詩文亦各有撰寫緣起，然經千年汰選，存者多近官方立場，異端多湮

沒於時間與公識，而敦煌文書與石刻文獻能存當日之真跡，故尤為可貴。

安史之亂起自胡將擁兵強盛，野心者欲窺取大寶，未半年席捲北中國，其

戰力之強，可以想見。雖大亂稍定，河北舊部擁兵自守尚逾百五十年。其

間戰守攻取，崛強示弱，無數反覆，史籍雖有存載，皆唐廷及其臣僚之

言，至如安史舉叛之宣言與目標、內部人事之組織與衝突，河北叛鎮能長

期存在，其內部之管理與權力分合，則因彼方立場文獻之完全缺失，難以

作客觀公正之認識，史家每以為憾。尚君近年頗喜讀近代史論著，至若中

外衝突，各方檔案具在；朝廷黨爭，涉事諸君日記及來往信件具在；民變

及戰端，公私記錄具在：因此而可作客觀之研讀與深入評析。中古無此幸

運，學者所見多斷片，立說能不細究而審慎歟！

本書存舊文七篇，利用唐京畿與河北石刻文獻，討論與安史叛亂及河

北割據有關之諸問題，頗多特見。諸文發表時，曾先後獲讀。本次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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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多有增訂，並新撰結論一章，總括其對中晚唐歷史變遷的思考，成一

較有系統的論說。因作序而再讀，更多欣會，以下略述所知。

《五星會聚與安祿山起兵的政治宣傳》是以洛陽藏家齊運通先生所藏嚴

復墓誌為主要依據寫成。嚴復為鼓動安祿山謀反的重要策士嚴莊的父親，

安舉兵後為唐軍所殺。墓誌撰書者皆負一時重名，刊刻之精良也堪稱精

品，更特別的是內容完全站在偽燕政權之立場來加以論述，並託嚴復之口

傳達其子，謂時四星會聚，為「帝王易姓之符」，為叛亂提供天兆。誌中

更有安祿山「功紀華戎，望傾海內」「義旗南指」「遂帝天下」「金土相代，

果如公言」。鹿鳴從中讀出這些不僅是嚴氏父子之妄言休咎，並以充分的

論證說明此為嚴莊替安祿山營造改朝換代合法性，即新朝應合天命，有符

瑞讖兆助扶國運的謀略。此文發表後，鹿鳴更進一步發現玄宗天寶時期改

制承漢統，更定德運次序，也曾掀起不小的波瀾，以致詩人杜甫亦迎合風

習，附會獻賦，獲授官職。這些分析，層層深入，可以看到宋以後嚴禁讖

緯之合理原因，同樣的事由可以為朝野不同立場作根本對立的解讀。從孫

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之論列，唐傳入日本的圖籍，方術、星占、

堪輿類著作約佔總數之三分之一，似乎大多還沒有進入研究者之視野，大

約與現代學術沒有這些學科有關。

《一位「貳臣」的生命史：王伷在安史之亂中的沉浮》發表於最近一

期《文史》，撰成不久。王伷出身琅琊王氏，天寶末僅任採訪支使，地位

不高，但在亂中一陷於安祿山，從降臣蕭華到河北安撫州郡；二在相州依

安慶緒，更與另一以名節知聞的邵說往附史思明於幽州；三則在史再叛，

唐九節度兵潰鄴下時，以「死無所益」的理由再度從逆；四則從思明子朝

義，據說在朝義棄保河陽時，他因「矯陳利害」有功，歸唐後不但未受追

究，反獲任用。在叛亂八年中，先後追隨偽四帝而得安全歸唐，王伷之浮

沉太富有傳奇色彩了。鹿鳴敏銳地發現此方墓誌之價值，清晰梳理出王伷

經歷的所有事件與涉及人物，揭出許多沉晦的真相。鹿鳴之討論並沒有終

結於此，他從王伷個案分析唐對貳臣人物從最初之嚴厲處置，到稍後之網

開一面，以及對舊臣與叛軍之區別對待，受脅迫與守忠義之道德評價，圍

繞懲治叛臣、追復官爵、贈予謚號等事件之反覆爭議，從唐宋時期的家國

忠義觀念逐次變化過程來討論個案的典型意義。就墓誌文本研究來說，自

有特殊的意義。

《墓誌書寫與葬事安排：安史亂中的政治與社會一瞥》一篇，研究安史

叛亂時期墓誌中涉及偽朝年號所見叛軍對佔領區域的實際掌控以及偽朝治

下的墓誌書寫，前此已經有多篇論文加以分析。鹿鳴此文後出有新意，一

是他掌握的涉偽朝年號墓誌多達 60篇，類型也更為豐富，遠超前此各家

之所見；二是他特別關注偽號行用與正朔認同關係之辨析，不贊成用宋人

方特別強調的正統觀來對部分墓誌隱微寄意加以拔高，分析各類墓誌敘事

兼及唐、燕國號之真實狀態，承認許多僅是據實記錄，並無深意。他從墓

誌中讀出安、史兩家先後政權的正偽之爭，發現一些家族因依附偽朝而得

改善經濟，並乘亂完成先人之歸葬，都可見到他讀書的細心。

《權力與觀眾：德政碑所見唐代的中央與地方》所論不限於河北，所引

大多也是傳世名碑，但論述與考察的則是在市鎮中心或四達通衢建立德政

碑的政治寄意。其中論述重點則在於中唐後河北一帶不斷出現的遠逾規制

的巨大石碑，不斷挑戰立碑之極限。鹿鳴認為佔據城市中心的大碑，既表

彰德政，更宣示權力，顯示中央對地方治理之認可，更是節度使權力合法

性的外在展示。

《政治的表達與實踐：田氏魏博的個案研究》承續上一篇的思考，做一

個案考察，研究魏博前期田氏家族掌控半個多世紀的軍政往事，以史籍與

碑刻互參，從反覆多次的叛附變化中解讀朝廷與魏博之衝突角力，雙方政

治默契的形成與運作，揭示君臣合作表像下的各取所需。

《劉廣之亂與晚唐昭義軍》以新出李裔墓誌為依據，分析乾符四年發生

在昭義軍的劉廣之亂，揭示在李德裕平澤潞三十多年後，早已被徹底誅除

的劉稹家族，在昭義仍然有很大的號召力。鹿鳴梳理劉氏三代經營昭義時

期的權力結構，認為這一時期軍眾享用豐厚的給賜，成為以此維繫忠誠的

自利團體。會昌伐叛後的善後，中心是遏制節帥自立的行為，但無法抑制

驕兵慾壑難填的貪求，因而騷亂不斷，進而揭載中晚唐藩鎮內部普遍「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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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化」的演變過程及影響，較以往僅從中央與藩鎮關係入手的觀察，開闢

一新的研究取徑。

《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以羅讓碑為中心》是本書七篇中最早寫成

的一篇。羅讓是文德元年靠兵變奪取魏博帥位的羅弘信之父，兵變發生時

已死 13年，碑的作者則是晚唐著名文士公乘億。《全唐文》收此碑殘缺不

足 200字，我早年編《全唐文補編》時從正德《大名府誌》輯出者逾 3000

字，抄出時亟感重要。鹿鳴得友人之助在河北大名訪得原碑，並搜尋善拓

與多種方誌所載錄文，文本校錄勝於我之初錄。他從唐末變局的大背景下

來梳理魏博一鎮的幾次換帥風波，特別是韓簡之敗亡與樂彥禎之上台，繼

而從碑中讀出牙軍與樂氏父子的矛盾，並在數日內兩度廢立之隱情。在碑

文解讀方面，鹿鳴用功極深，從羅氏之種族、羅氏先世在軍中的地位，以

及羅氏在軍亂中的冒險行為來解讀其最後之勝利。為亡故多年的父親豎立

穹隆巨碑，鹿鳴也從羅氏掌軍之合法宣傳及內外宣白的立場來解釋其政治

意味。

港台新史學代表人物杜正勝曾在《什麼是新社會史》一文中說明舊史

學以王朝更替、政事興廢、人物褒貶為研究重點，新史學則應更多關注民

眾生活、民族羣體、思想宗教、禮儀風俗，對此我十分贊同。然而展開幾

十年，曾經新穎的課題經過許多人反覆論講，也不免會變成老生常談。鹿

鳴之上述諸文，從嚴格的限定來說，仍屬於唐代政治史的課題，沒有完全

走出傳統史學的格局；但如果仔細斟酌，又不難發現他對於新發現唐代文

獻之全面細密的把握，並在利用這些文獻發現問題、探求傳統史學無力解

決的歷史重大事件真相等方面，邁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學術視野與研究

方法顯然得益於對新史學十八般武藝的全面理解與掌握。他的這些探索和

進取正符合我近年的基本主張，即無分文史，無分新舊，取資新文獻，發

現新問題，掌握新方法，得出新結論。在這些方面，我雖樂見年輕人之開

拓，但自感衰憊，難與諸君上下頡頏，僅能寫寫隨感，助興而已，不知鹿

鳴能見諒否。

仇鹿鳴博士生長上海，早讀羣籍，在復旦歷史系完成本科到博士學

業，得韓昇教授指導，26歲以論文《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獲

博士學位。此書增訂後至 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稍得中外學者

好評。從 2008年起，他在復旦大學漢唐文獻工作室協助我校理二十四史

中的《舊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三史，因工作需要詳讀正史文本，

並掌握文獻研究細讀詮解文本的能力，研究領域下移到中古後期，學術視

野與研究業績也與日俱進，探求務能追根窮底，氣象更為端莊沖融。

我始終覺得，中國百年劇變，在動盪與波瀾間學術數絕而得存續，其

內在生命力完全得益於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時稍昇平，年輕一代學

歷完整，學接域外，視野開闊，方法嫻熟，倘能繼武傳統，立足當代，精

進不已，自會人師輩出，成就臻盛。復旦有這樣一羣年輕人，堅持讀書，

長期共習，不受時風所左右，不因權威而盲從，自取新路，各成風貌，我

拳拳有待，知其間必有能大成者。鹿鳴亦其一也，讀者於其已刊專著與論

文，當可體會其心氣，是毋庸我多言。

權為序。

2018年 8月 13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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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五星會聚與安祿山起兵的政治宣傳

一、小引

安史之亂公認是唐王朝盛衰的轉折點，一直為學者所矚目。但目前

傳世文獻中關於安史之亂的記載，大體本自唐王朝的立場，將安史政權斥

為叛偽，論述帶有鮮明的尊唐貶燕色彩。中國古代史籍的撰述，本來就帶

有建構政治合法性的目的，採取尊某一王朝為正統的立場本屬常態。1但對

於當代史家而言，王朝正統觀念籠罩下的史學編纂無疑是一種選擇性的記

憶，通過對史料有意識地擇別、剪裁，構建出有利於唐王朝的歷史敘事，

這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我們深入理解安史之亂的社會背景。正如陳寅恪早

已指出的那樣，在安史之亂平定之後，河朔三鎮如何得以長期自立於唐廷

之外，形成長安與河北之間的政治對立，以及「俗謂祿山、思明為『二

1	 �關於中國古代王朝正統的建構及相關思想的爭論與演變，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通論部分做了簡要的勾勒（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第 1～80 頁）。秦至宋之

間王朝正統的形塑往往與五德終始的觀念密不可分，最早系統揭示出這一問題的是顧頡剛

的長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古史辨》第 5冊，《民國叢書》第 4編，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 年，第 404～617 頁）。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政權間的對峙，加

之國祚不長，正統次第與承續問題顯得尤為突出，近來學者多有討論，參見羅新：《十六

國北朝的五德曆運問題》，載《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47～56 頁；呂博：《唐

代德運之爭與正統問題─以「二王三恪」為線索》，載《中國史研究》2012 年第 4期，

第 115～141 頁；劉浦江：《南北朝的歷史遺產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見《正統與華夷：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第 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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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燕贈魏州都督嚴府君墓誌銘並述」

宣義郎守中書舍人襄陵縣開國男趙驊撰」

公諱復，本馮翊人。大父承構，仕唐為滄州司戶參軍，因官而

遷，今為勃海人也。烈考」亮，州察孝廉，未仕而歿。公特受淳

氣，生而有知，方為兒時，旨趣即異。七歲遭家閔凶」，孺慕之哀，

傷於鄰里，孝思之感，發於動植。及長受業，見《易象》與《魯春

秋》，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至隱。夫子文章，

性與道合，微言久絕，吾將學焉。」曾未數年，遂通大」義。異時

邑人有陳寡尤、王逈質者，皆高世之士也。專經領徒，聞于河朔，

二賢既歿，公」又繼之，昇堂者無不摳衣，及門者為之捨瑟，豈渤

碣之氣，變邹魯之風歟。自後牧守，」屢致禮命，欲表公署職，以

顯儒林，公以為魚貪餌而觸綸，鳥善驚而遠害，苟知所避，」夫有

何患乎？竟以疾辭，不求其達。玄虛靜默，養浩然之氣，几杖琴

書，有終焉之志，尚」矣哉。天寶中，公見四星聚尾，乃陰誡其子

今御史大夫、馮翊郡王莊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漢祖入關之應，

尾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恆象，尔其志之。」既而」太上皇

蓄初九潛龍之姿，啟有二事殷之業，為國藩輔，鎮于北垂，功紀華

戎，望傾海」內，收攬英㑺，而馮翊在焉，目以人傑，謂之天授。

及十四年，義旗南指，奄有東周，鞭笞」羣凶，遂帝天下。金土相

代，果如公言，殷馗之識，無以過也。于時馮翊以不世之才，遇」

非常之主，當帷幄之任，翼經綸之初，萬姓注其安危，一人同其休

慼。夫公之葆光」也，守箕潁之志；馮翊佐命也，邁伊呂之勳。立

德立功，濟美於一門矣。屬孟津始會，函」谷猶封，天下匈匈，人

心未㝎，既服又叛，釁結兵連，公遂與少子希莊聖武元年春二」月

戊子，夫人王氏夏四月庚申，俱在本州相隨及難，公享年六十二，

夫人六十三。義」士聞之，莫不隕涕。夫君子有煞身以成仁，無求

生以害仁。嗚呼，我公為不朽矣。二年」春，寇黨平 ，訃至洛陽，

馮翊仰天而呼，勺飲不入。恩深父子，義極君臣，毀家成國，近」

古未有。皇帝於是下哀痛之詔，申褒崇之典，贈公魏州都督，夫人

聖』」的社會心態 1，所反映出的文化風貌及背後的社會基礎究竟為何 2，若

要解釋這些關涉中晚唐政治、文化變遷的重要問題，仍需上溯至對安史叛

亂爆發時基本支持力量的構成、河北地區的社會結構及民眾心理等問題的

探討。

因此，使用安史年號的墓誌，作為「當時性」的材料，其表述的內

容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安史政權立場的反映，成為我們研究新的

切入點，值得思考。3凍國棟較早注意到這一問題，探討了行用安史偽號墓

誌所反映出的吏民心態 4，但較為遺憾的是早年發現與安史有關的墓誌，誌

主基本是中下層的官民，其間並無涉及安史之亂的重要人物。新近發現的

安祿山謀主嚴莊之弟嚴希莊墓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趙君平、

張忱石等先後撰文考釋 5，引起了學界的關注。最近，筆者蒙中華書局徐俊

先生惠示嚴莊之父嚴復墓誌的拓片 6，內容涉及安史之亂的不少重要問題，

恰可與嚴希莊墓誌相發覆，故不揣淺陋，撰文考釋，以求正於方家。嚴復

墓誌長、寬各 90厘米，32行，滿行 32字，為討論方便，先據拓片錄文

如下：

1	 �《新唐書》卷一二七《張弘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4448 頁。

2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25～28 頁。

3	 �黃寬重曾以偽齊將領孟邦雄墓誌為例，談及此類史料的特殊價值，參見《宋代的家族與社

會》，「墓誌史料的價值與限制─以兩件宋代墓誌資料為例」，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

社，2009 年，第 51～58 頁。

4	 �凍國棟：《墓誌所見唐安史亂間的「偽號」行用及吏民心態》，見《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

論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259～277 頁。關於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辨

析，參見本書第三章。

5	 �趙君平、趙武卷：《大燕〈嚴希莊墓誌〉三考》，載《河洛春秋》2008 年第 2 期，第

19～24 頁；張忱石：《〈大燕嚴希莊墓誌〉考釋》，載《中華文史論叢》2008 年第 3期，

第 393～405 頁。

6	 �嚴復墓誌，拓本刊齊運通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第

2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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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夫」人，備禮飾終，加於常等，遷神于故鄉，合祔于北邙。是

歲冬十月己酉，乃克葬也。嚴氏」其來，與楚同姓，始則若敖、蚠

冒，啟土於南荊，後則青翟、彭祖，顯名於西漢。至若門風」世

德，積行累仁，王業之本由，臣節之忠孝，已見於中書侍郎范陽公

府君神道碑」矣。紛綸汪洋，徽烈昭彰，則小子何述焉，故略而不

載也。銘曰：」

楚莊霸世，祚及後裔。蜀嚴沈冥，實曰炳靈。我公是似，亦不

降志。師孔六經，鄙齊千駟。」栖遲衡泌，戴仁抱義。昊穹有命，

命燕革唐。公之令子，預識興王。翼佐龍戰，時惟」鷹揚。皇運之

初，天保未㝎。河朔携貳，海隅逆命。禍及舉宗，哀哉斯橫。公之

所貴，德」名為幾。以家殉國，自古所稀。伍員之父，王陵之母。

事各一時，俱垂不朽。帝謂」忠烈，宜加飾終。榮褒大邦，恩感元

功。崇邙北峙，清雒南通。刊石表墓，永代無窮。」

朝議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彭城縣開國男劉秦書　丁玩、李諠等刻字」

二、四星聚尾與玄宗朝的德運之爭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誌文記載的「四星聚尾」「金土相代」之說 1，這關涉

安史政權如何利用傳統的五德終始學說建構政權合法性這一重要問題。四

星聚尾這一異常天象發生在唐玄宗天寶九載（750）九月 2：

1	 �嚴希莊墓誌對此也有簡略提及，云嚴復「審天明象，昌言季運」，拓本刊趙君平、趙文成

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年，第 751 頁。

2	 �此事在當時影響甚大，《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御覽》

《封氏聞見記》等皆有記載，其中以《冊府元龜》卷四及《太平御覽》卷五九五引《唐書》

所敘最詳，當出自實錄。各書所記惟繫時多有不同，《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繫其事於八月

辛卯，《舊唐書》卷九《玄宗紀》繫於九月乙卯，《唐會要》繫於六月六日。按八月無辛卯，

《資治通鑒》前或脫「九月」二字，九月辛卯為六日，九月乙卯為三十日。《唐會要》繫此

事於六月顯誤，然若《唐會要》繫日不誤，則此事或在九月六日。

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皇家土德，合承漢行。自魏晉

至隋，皆非正統，是閏位。書奏，詔公卿議，是非相半。時上方希

古慕道，得昌疏，甚與意愜。宰相（李）林甫亦以昌言為是，會集

賢院學士衞包抗疏奏曰：「昨夜雲開，四星聚於尾宿。又都堂會議

之際，陰霧四塞，集議之後，晴空萬里，此蓋天意明國家承漢之象

也。」上以為然，遂行之。1

這是玄宗朝關於王朝正統的一次大爭論，唐承隋為土德，所謂「國家承隋

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2，所承續的是北朝

系統，以北魏、北周、隋為正統。由於之前南北朝的分立，這一次序並非

毫無爭議。隋唐之際的王通便曾提出過遠紹周、漢之說 3，其孫王勃承其所

論 4，著《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5，主張直承

漢之火運為土德，把魏晉南北朝各政權都黜為閏位。雖然封演譏王勃此說

1	 �《冊府元龜》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46 頁。

2	 �封演撰、趙貞信校註：《封氏聞見記校註》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27 頁。

另見《資治通鑒》卷一八五，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第 5791 頁；《通典》卷五五，

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546 頁。頗為蹊蹺的是唐初德運所承，新舊《唐書》皆

闕載，據正史、實錄等官方文獻纂集而成的《冊府元龜》卷四輯錄歷代帝王運曆，但唐代

部分自玄宗開始，原書註：臣欽若等言唐初事闕（第 46 頁）。儘管《舊唐書》卷八四《裴

光庭傳》云「國家符命久著史策」（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第 2807 頁），但宋人所

見實錄中已無這一部分，由於唐前期分別經過了武周代唐和神龍復辟兩次政權更迭，不知

是否累及唐初及武周的相關材料遭刪削。

3	 �王通撰、張沛校註：《中說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 257 頁。按王通事跡

及《中說》所述多有誇大之詞，參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第 565～575 頁。因此王通是否見過隋文帝，當面提出「必紹周、漢，以土襲

火」之議，值得懷疑，但參考王勃《大唐千歲曆》的論述，可知此說確為王通所主張。

4	 �楊炯《王勃集序》云：「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眾序」（祝尚書

箋註：《楊炯集箋註》，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第 287 頁），則王勃曾整理補綴王通

之遺著。另《新唐書》卷二○一《王勃傳》云其從長安曹元習推步之術（第 5740 頁），

兩者結合，或成為《大唐千歲曆》學說的來源。

5	 �《舊唐書》卷一九○《王勃傳》，第 50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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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闊，未為當時所許。1事實上，這種黜隋承漢的正統觀在初唐頗受時人重

視，並對唐前期實際的政治運作發生過影響。2

武周革命前夕，改立二王三恪，「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封舜、

禹、湯之裔為三恪，周、隋同列國」3，武后改制從李嗣真之議，具體的思想

淵源尚不清楚。4唐代的二王三恪，例取杜預之說，以二王兼三恪 5，武后改

制則從鄭玄之義，分立二王、三恪，顯示出除舊布新、與唐之舊軌決裂的

氣象，可以視為周唐革命之際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徵意義改制舉措的一環。6

直至中宗神龍元年（705）五月復唐之初，方才「制依舊以周、隋為二王

後」7，改歸舊轍。8以此言之，承漢或是承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僅是一個禮制

上的爭論，事實上有着標識周、唐兩個政權分野的象徵意味。

儘管在初唐，一直存在着遠紹周、漢的思想潛流，並在武周期間有

1	 �《封氏聞見記校註》卷四，第27頁。筆者頗疑所謂「未為當時所許」一語，乃是封演基於中

唐人的後見之明所做的按斷，或由於是說先後為武周及安史所利用，故在中唐以後不復盛行。

2	 �汪文學：《「唐承漢統」說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4 年第

2期，第 141～145 頁；劉浦江：《南北朝的歷史遺產與隋唐時代的正統論》，見《正統與

華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研究》，第 21～25 頁。

3	 �《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第 89 頁；《唐大詔令集》卷四《改元載初赦》，北京，中

華書局，2008 年，第 19 頁。

4	 �《新唐書》卷九一《李嗣真傳》，第 3797 頁。按《新唐書》卷二○一《王勃傳》後附記李

嗣真「請以周、漢為二王後」事，暗示其受王勃學說的影響，但此條係《新唐書》所增，

具體依據不明。據新舊《唐書．李嗣真傳》，李嗣真亦頗諳讖緯之學。另呂博《唐代德運

之爭與正統問題─以「二王三恪」為線索》一文對改制的背景有所討論（《中國史研究》

2012 年第 4 期，第 123～126 頁）；夏婧則據柳懷素墓誌發現永昌初改立二王三恪時，

因去古已遠，竟欲以柳姓為周後（《柳懷素墓誌所見武周改立「二王三恪」史事考》，《中

國史研究》2017 年第 1期，第 73～89 頁）。

5	 �《通典》卷七四，第 2029～2030 頁。

6	 �至武后晚年，聖曆二年改以隋、唐為二王後，但具體情況不詳（《新唐書》卷四《則天皇

后紀》，第 100 頁）。

7	 �《舊唐書》卷七《中宗紀》，第 139 頁。

8	 �關於這一問題的系統討論，參見孫正軍：《二王三恪所見周唐革命》，載《中國史研究》

2012 年第 4期，第 97～113 頁。

過具體的制度實踐，但眾所週知，玄宗時代的真正開啟乃是通過先天政變

消滅太平公主等淵源自武周的政治勢力，他本人對武周政權的態度恐怕相

當複雜。1至天寶年間，雖承平日久，號為盛世，也曾有關於德運承續的討

論。2但時距武周甚近，故老猶在，而崔昌以區區處士身份上書，請求玄宗

改承周、漢正統，並能在集議中舌戰羣臣，「負獨見之明」，重新挑起這一

敏感的話題，恐怕並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背後可能蘊含着複雜的政治背

景。因此，雖然「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3，卻難以形成共識，最終援以天

象之變，才得以定讞。

就目前史料所知，此次關於王朝德運所承的爭論，至少有雙重背景。

首先是玄宗本人確實有制禮作樂、改易制度名號的偏好，「希古慕道」並非

浮泛之言。早在開元十六年（728）八月頒行僧一行所纂《大衍曆》時 4，張

說所上《開元正曆握乾符頌》中便將改定曆法與承受天命相聯繫，云：「自

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理顓頊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

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

之曆興。是時也，土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雖仍主唐

為土德，但所云「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

者，皆五神之餘氣也」5，意在否定南北朝各政權的正統地位，將唐之德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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